在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的领导阶层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达到我们现在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而且也确实存在着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求纯偏向。当时，他认为过渡时期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也绝种,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他还认为商品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的东西，主张禁止合作社经营商业、限制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批判“四大自由”。
    总路线概括为“一体两翼”，即国家工业化为“主体”，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虽然“主体”与“两翼''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既然有主体与两翼之分，那么把主体即国家工业化作为总路线的实质,似乎更合情理，即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但对总路线“实质”的概括却突出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两翼”，而相对淡化了国家工业化这一“主体”即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

一些当时报道：
湖南新建社分工不明确，“干活一窝蜂，人马不齐不动工”，产生漏工、窝工、浪费工的现象。有的“日高三丈”还找不到活做。有的单纯争工分，干活求质不求量。许多社员的集体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有的认为“土地入社了，生产好坏我不管”。有时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没有工分，见了也不动手。认为“横竖不是我个人的”。
湖北浠水县社员对计划生产（按即受人指挥，呵来呵去）有抵触情绪，特别是不习惯统一排工。有人说：“大家都是种田人，知道怎样干活”；“我现在入社像卖长工，老闆叫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同时，存在严重的经营管理不善，生产紊乱和窝工等现象。
桂西壮族自治区许多新建社生产情况十分混乱，不少还是不编队不编组，全社大拨工，或以互助组为单位出工，有的还是各干各的。有的社57个劳力挤在一亩七分麦田里，有的抽签分农具，有的找不到活干，反映：“入社倒闲起来了”。
桂西壮族自治区一些地方高级社建成后，经营管理跟不上，工作十分紊乱，社员不满。各社有了增产计划，但都没有统一安排。虽然实行了定额包工，但出工仍按大拨工的形式，评工记分仍是死分活计。社员争工分、要好田、抢轻活干，互相不肯让步。对社也不关心爱护，不关心耕牛、种籽。有个社一天死了11头牛，另一个社死了7头，社员还高兴地说：“死了得吃肉”。往年单干时田都翻了，现在还不见动静；有的社员没有活干，声言要搞自发，或是退社。
在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人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原因有：
1.指导思想上：

急于求成、不够严谨、工作方法上过于简单。盲目追求改造速度，滋生了“左倾”冒进情绪。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存有偏差，没有正确方针、方案进行指导，使得社会主义改造后短短两年间就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路线，大炼钢铁等政策。

当时的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 ，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 、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发展带来消极后果: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一般为两千户左右)、公有化程度高。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这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1959年~1961年粮食供给严重困难的原因。
2.改造中的不良举措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农业方面：

1955年后受一些领导“左倾”思想的影响，改造进程过急过猛，使得原来一些正确政策都被抛之脑后，80%以上的农民是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内加入初级社并随即转入了高级社，这显然超越了农民当时的觉悟水平，也违背了自愿的原则。对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作价偿还也没有认真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我国农民阶级在全体人民中的比重占到百分之八十左右，所以计划进行中有浓厚的小农倾向，对土地、资本的分配上存在着强烈的主观性，分配不均的现象多又发生，打击人们继续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太容易得到土地的农民，过了最初兴奋期之后，在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很快形成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思想，小农的怠惰、依赖心理作祟，使得经济退步。忽视了个体经济在一定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土改完成后，农民不仅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而且也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领导阶层没有充分认识到个体经济的这种积极作用，而是对其消极影响估计得过于严重,并把个体经济的发展看作是农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担心这种“倾向”会导致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急于消灭农村个体经济，主张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故此, 1955年夏季以后出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热潮,不是偶然的,实质上是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急躁冒进情绪的发展和延续。但调查表明1954年的自然灾害和我们在粮食方面购过了头,统销面过大,浙江农村有些地区“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逞不稳之象”
（1）人民公社时期，共产风“一平二调”，首先收缴了农民的私有财产，引起农民的愤怒。
举例说明：时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到当地农民流传的顺口溜：“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当时，各地都曾流传过“三光”、“五光”的说法，具体内容不一，比如云南昆明的“三光”是“楼上楼下粮食光、家具光、鸡蛋光”，广西柳州的“五光”是“猪光、鸡光、犁光、秤锤光、树木光”。有一首民歌，形象地描述了农民当时的反感：“电喇叭，电喇叭，你成天瞎哇哇。鸡被抓，猪被杀，仓里没有米，铁锅也被砸，半碗稀粥照影影儿，你还哇哇个啥？ ”
同时，随意、无偿地调拨农村本来就稀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
举例说明：宋任穷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到黑龙江省进行调研时采集的民谣：“一平二调的实质，我到辽宁、黑龙江农村，群众对此反映很强烈。肇东县姜家公社群众编成顺口溜： 管理区有啥，公社要啥。公社用啥，就来调啥，轻的调一半，重的连根拔。富锦县的群众说：办工厂，调原料，调车马带绳套；办食堂，调锅灶，大搞水利调木料；畜牧场，调土地，银行扣款当储蓄；交通设厂调机器。”　
（2）“瞎指挥”挫伤人民生产积极性
举例说明：“瞎指挥”主要表现有:认为水稻的产量要高于小麦，于是一些地方推行“旱改稻”，将早田改为水田;认为密植可增产，一些地方强行推行农作物密植;认为深耕越深越利于增产，一些地方要求将深耕达到一米以上;一些地方不经过科学论证盲目上水利项目;违背生产生活规律，搞“大兵团作战”、“苦战”、“夜战”等等。这些“瞎指挥”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导致了粮食作物的减产，影响了人民生活。
 “瞎指挥风”大都是通过强迫命令的方式实现的。一些社、队干部动用手中的权力，动不动就对社员采取打骂、批斗、关押、饿饭等手段进行处罚。河北省徐水县就设有“劳改队”，从1958年7月至11月，全县被劳改的“坏人”“消极分子”多达3674人。这种肆意处罚和强迫命令也挫伤着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3）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严重挫伤了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举例说明：反正干多干少、干好于坏都能够吃相同数量和质量的饭，多劳者不能多得，那谁还愿意多干和干好呢?于是社员中就有了“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的不满，就有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

工商业方面：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界定”有偏差，把大量并无雇工剥削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与私人资本家等同看待，混淆了剥削者与劳动者的界限，这就造成改造的面过广，使得许多小规模个体经营者也被划入了公私合营的范围，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从事工商业者的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追求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简单化，只注意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经济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缺乏认识。

在工商业领域中，对很多进步人士没有进行区别对待，对于做出贡献的人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感情回馈，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也是经济建设的一大损失。
3.无视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需要，改造模式集中、单一。
    由于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缺乏经验，在很多方面照搬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形式过于集中及单一。如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一律归集体所有，基本上消灭了个体经济；在管理体制上，强调集中生产，忽视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和家庭经营的重要作用；另外，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规模过大、不允许农民经商，这些都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